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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中的反社会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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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博弈中的反社会惩罚是指博弈者对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高贡献或高合作性他人实施有代价经济惩

罚、消极评价或排斥打压的现象。已有研究用带惩罚的经典博弈范式证明了反社会惩罚受到多种个体与环境

因素的影响, 并分别从侵犯、报复、社会比较、偏离群体规范、进化策略视角提出了解释其产生机制的 5 种

假说。未来研究可在进一步厘清概念与测量指标、创新研究方法、拓展影响因素研究、明确产生机制、开展

针对性干预研究方面做深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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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语有云：“人心齐, 泰山移”。从古至今, 合

作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之一, 也是家庭、

组织、社会乃至国家繁荣昌盛的基础。但现实生

活中却存在诸多阻碍合作的因素, 尤其是在利益

相互制约的博弈情境中; 例如, 群体中的一些低

贡献者通过孤立排斥、散播谣言等手段打压高贡

献者、损毁其声誉。基于这类现象, 研究者们开

始了关于反社会惩罚的研究。早在 20 世纪末, 有

研究者在社会困境经典研究范式公共物品博弈

(public goods game, PGG)中引入惩罚机制, 发现

了社会困境中的私人惩罚现象(也称非正式制裁, 

informal sanctions, 即由非正式法律机构强加的、

存在于私人之间的惩罚形式) (Falk et al., 2005; 

Fehr & Gächter, 2000)。这种惩罚现象中既存在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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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对破坏合作的搭便车者(free-rider)实施的利他

惩罚(altruistic punishment) (Fehr & Gächter, 2000; 

Gordon & Lea, 2016), 又存在“有原则的搭便车

者” (principled free rider) (Carpenter, 2007)对高贡

献合作者施加的恶意惩罚 (spiteful punishment) 

(Falk et al., 2005; Kirchkamp & Mill, 2020)。但多

年以来, 恶意惩罚因其难以被观测和量化、不具

有类似利他惩罚的积极作用而被研究者所忽视

(陈欣 等, 2014; Herrmann et al., 2008)。直到 2008

年, Herrmann 等人将恶意惩罚正式命名为反社会

惩罚(antisocial punishment), 并通过包含 16 个国

家样本的跨文化研究证明其广泛存在于不同文化

背景的社会之中, 其研究重要性才日益凸显。后

续研究证实, 反社会惩罚会严重削弱利他惩罚对

合作的促进效果 (陈思静 , 朱玥 , 2020; 李晓博 , 

马剑虹, 2017; Fatas et al., 2020), 危害团体的工作

绩效, 给强互惠理论带来巨大挑战(汪崇金, 聂左

玲, 2015; Kosfeld & Rustagi, 2015), 因此其研究

价值不可小觑。 

研究反社会惩罚中的人际互动模式, 梳理与

分析该领域的研究成果, 有助于理解社会冲突与

矛盾的个体心理根源并寻求干预途径, 对于促进

团体合作、强化组织治理、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

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然而, 当前

国外的该领域研究方兴未艾, 我国则鲜见相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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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基于此, 本文围绕反社会惩罚的概念与研究

范式、影响因素和产生机制假说对该领域文献进

行了系统梳理、分析与评价, 提出了研究展望, 以

期抛砖引玉, 激发国内学界对该主题的广泛关注。 

2  反社会惩罚的概念与研究范式 

2.1  反社会惩罚的概念及表现 

惩罚如同双刃剑, 与其“亲社会”一面(利他惩

罚 ) 相伴相生的是 “ 反社会 ” 的一面。命名者

Herrmann 等人(2008)将反社会惩罚定义为：博弈

个体对表现出亲社会行为的其他博弈者的惩罚 ; 

并在 PGG 中以“惩罚者的贡献小于或等于被惩罚

者”作为反社会惩罚的行为指标。上述概念和行为

指标被后续的第二方惩罚研究(如：汪崇金  等 , 

2018; Bryson et al., 2014; Sylwester et al., 2013)广

泛沿用。随着研究的发展, 研究者发现反社会惩

罚不只存在于第二方惩罚情境, 不参与博弈的第

三方也可能对做出公平分配的合作者进行惩罚

(Morese et al., 2016)。在引入第三方之后, 第二方

惩罚研究对反社会惩罚的概念界定与行为指标均

不再适用 , 于是有研究者以“被惩罚者在上轮博

弈回合中的贡献额大于博弈参与者们的平均贡献

额”为指标来界定反社会惩罚 (Fehr & Williams, 

2018), 并发现这一指标对合作的消极发展更具预

测性(Fu & Putterman, 2018); 有研究者将以此为

指标观察到的反社会惩罚称为反常惩罚(perverse 

punishment) (Ertan et al., 2009)。  

反社会惩罚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 除了典

型的经济惩罚, 还包括行为打压、诋毁排挤和消

极评价等。例如：为诋毁高道德水平他人而实施

出色贬损(do-gooder derogation) (Minson & Monin, 

2012; Tasimi et al., 2015); 为阻碍团体变革、打压模

范员工而对其实施同事消极约束(杜旌 等, 2014); 

将慷慨大方的高合作性成员踢出团体(Parks & Stone, 

2010); 对表现越慷慨的人越不喜欢(Kawamura & 

Kusumi, 2020), 对其能力给予较低评价(Klein et 

al., 2015)。由这些多元化表现可知, 前述经典概念

已不能完全涵盖生活中的反社会惩罚现象。综上, 

我们将博弈中的反社会惩罚定义为：博弈者对表

现出亲社会行为的高贡献或高合作性他人实施有

代价经济惩罚、消极评价或排斥打压的现象。 

2.2  反社会惩罚的研究范式 

反社会惩罚的研究范式包含带惩罚的公共物

品博弈(PGG)、囚徒困境博弈(prisoner’s dilemma, 

PD)、第三方惩罚博弈(third party punishment game, 

TPPG), 以及联合独裁者博弈(dictator game, DG)

进行评估的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 UG)。 

其中属 Herrmann 等人(2008)设计的 PGG 惩

罚范式最具代表性, 其程序如下：各持 20 代币初

始资金的参与者 4 人一组进行 PGG; 在捐赠阶段, 

无论自己是否捐赠, 每人都能获得公共物品池中

金额 0.4 倍的代币(如各捐 20 代币, 即各获 80 × 

0.4 = 32 代币), 且主试会公布所有成员的捐赠情

况 ; 在惩罚阶段 , 每名成员均可使用一定数量

(0~10 个)的代币以 1:3 的代价影响率(cost-to-impact 

ratio, C/I) (即支付 1 代币实施惩罚, 被惩罚者损失

3 代币)对其他成员进行惩罚。 

PD 惩罚范式中的参与者在 PD 博弈中需选择

合作、背叛或惩罚(Wu et al., 2009); 参与者若选择

合作, 其收益−1 (对方+2); 若选择背叛, 其收益

+1 (对方−1); 若选择惩罚 , 其收益−1 (对方−4); 

PD 惩罚博弈的收益矩阵如表 1 所示(若参与者 A

选合作, B 选背叛, 那么 A 的总收益为−2, B 为 3)。 
 

表 1  PD 惩罚博弈的收益矩阵 

 合作 背叛 惩罚 

合作 (1, 1) (−2, 3) (−5, 1) 

背叛 (3, −2) (0, 0) (−3, −2) 

惩罚 (1, −5) (−2, −3) (−5, −5) 
 

TPPG 常与 DG 或 PD 结合使用, 由不参与利

益分配的第三方在观察他人博弈后选择是否对参

与者实施有代价惩罚。研究者普遍认为引入第三

方惩罚可有效促进合作(Jordan et al., 2016), 但另

有研究发现, 在以 DG、PD 为基础的惩罚实验中, 

即使是利益不相干的第三方也可能实施反社会惩

罚(例如：Gerfo et al., 2019; Goette et al., 2012)。 

联合 DG 进行评估的 UG 也被用于研究反社

会惩罚(二者的核心区别在于, DG 应答者没有拒

绝权)。在 UG 中, 共同分配一笔钱的博弈双方分

别为提议者(proposer)和应答者(responder), 先由

前者提出金额分配方案, 再由后者选择接受或拒

绝该方案。若应答者选择接受, 则照此分配; 若其

选择拒绝, 则两人都一无所得。研究者们普遍认

为, UG 应答者对不公平要约的拒绝就是一种代价

高昂的利他惩罚(如：Henrich et al., 2006)。但也正

是这些 UG 应答者在担任 DG 独裁者时做出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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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接受者 0 元的极端不公平分配; 因此, 研究者

将同时具备上述两种行为的 UG 应答者的拒绝行

为视为反社会惩罚(Brañas-Garza et al., 2014), 这

种界定受到了广泛关注。 

总的来说, 已有实验范式各有利弊。PGG 惩

罚范式适合模拟多人参与的动态博弈过程, 生态

性较好, 但人数多、过程复杂所滋生的无关变量

(人际互动、群体规范等)使得实验过程较难控制。

PD惩罚范式仅涉及两方博弈, 实验环境及收益计

算相对简洁, 但其中的反社会惩罚效应又仅能体

现于动态博弈程序, 较难观测。TPPG 与其他博弈

范式的结合使其更具灵活性, 但目前仍主要用于

利他惩罚研究, 其对反社会惩罚研究的适用性和

结果的可推广性有待进一步验证。UG 的任务复

杂性(涉及到双方的相对权利等)导致了无关变量

的引入, 使其中的反社会惩罚效应不够清晰, 且

联合 DG 进行评估的合理性与规范性有待进一步

检验。 

3  反社会惩罚的影响因素 

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行为, 反社会惩罚受到

多种个体与环境因素的影响。相关研究虽不甚丰

富且深度有限, 却颇具广度。 

3.1  个体因素 

3.1.1  生理因素 

雄性激素睾酮是影响反社会惩罚的核心生理

因素。它可能会通过增强杏仁核的反应性使个体

表现出攻击性(Carré et al., 2017), 其作用也会被

其他激素所调节。PGG 研究发现, 在低皮质醇水

平下, 高睾酮水平个体表现出更多的反社会惩罚, 

但这种效应并未在利他惩罚中出现 (Pfattheicher 

et al., 2014)。这显示了反社会惩罚相较于利他惩

罚对于睾酮影响的敏感性。 

3.1.2  心理因素 

认知是影响反社会惩罚的首要心理因素, 虽

然已有研究较为零散、亟待整合提炼, 但从四个

方面充分证明了认知因素的重要作用。首先, 社

会认知是影响反社会惩罚的心理基础; 个体的法

治意识、公平意识、规范意识及信任感越强, 则

越少实施反社会惩罚(汪崇金 等, 2018; Balliet & 

van Lange, 2013; Herrmann et al., 2008)。其次, 个

体的主观意愿对反社会惩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

下两方面：(1)个体会努力使自身决策与其主观意

愿保持一致; 当个体对自己与他人的未来关系表

现出较强兴趣时, 其反社会惩罚的实施力度会变

小(Horne & Irwin, 2016)。例如, 引入孤独者策略

(loner strategy; 即参与者可选择成为领取固定报

酬而不参与博弈的“孤独者”)的研究结果显示, 孤

独者比非孤独者更少实施反社会惩罚(Pleasant & 

Barclay, 2018)。(2)当个体的主观意愿受到违背时, 

所产生的认知不一致可能促使其做出更多的反社

会惩罚。例如, 有研究者在 PGG 中设置了自愿捐

赠和强制捐赠两种情境并引入孤独者策略, 结果

显示, 相较于自愿捐赠组的孤独者和两组非孤独

者, 强制捐赠组的孤独者实施了更多的反社会惩

罚(García & Traulsen, 2012; Hauser et al., 2014; 

Rand & Nowak, 2011)。再次, 直觉系统的激活会

使某些个体实施更多的反社会惩罚。研究发现 , 

直觉系统的激活会使具有施虐倾向的个体实施更

高频的反社会惩罚, 而抑制直觉系统则使其反社

会惩罚频率显著下降(Pfattheicher et al., 2017)。最

后, 工作记忆似乎也会影响反社会惩罚。有研究

通过无关信息干扰个体的工作记忆, 结果出现了

反社会惩罚发生率上升的现象(dos Santos et al., 

2014)。 

人格导致的个体差异也会影响反社会惩罚 , 

尤其是一些与人格“阴暗面”有关的特质可能使个

体更倾向于攻击和伤害他人。首先受到关注的是

精神病态(psychopathy); Masui 等人(2012)发现高

精神病态低家庭支持的个体会实施力度更大的反

社会惩罚。于是, 部分研究者开始关注包含马基

雅维利主义(Machiavellianism)、自恋(narcissism)、

精 神 病 态 三 个 维 度 的 黑 暗 三 人 格 (dark triad 

personality)对反社会惩罚的影响 , 但研究结果并

不一致。例如, 有研究发现上述三个维度得分标

准化后的平均分能正向预测不同文化中的反社会

惩罚发生率(Deutchman & Raihani, 2017), 但这种

计分方式并不多见; 另有研究则发现, 这三个维

度与反社会惩罚均无关联, 不过认知启动能使高

施虐倾向个体做出更多反社会惩罚, 而对低施虐

倾向个体无此影响(Pfattheicher et al., 2017)。 

3.2  环境因素 

3.2.1  任务情境因素 

任务情境是影响博弈决策的重要环境因素 , 

其中颇受关注的因素首推代价影响率(C/I)。在经

济领域的有代价惩罚中, 研究者通常认为惩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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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会随着 C/I的提高而减少(Anderson & Putterman, 

2006), 当 C/I 高到一定程度时参与者就会因不划

算而放弃惩罚。但相关研究结果却不太一致。部

分研究发现 C/I 的增加的确抑制了反社会惩罚的

发生。例如：相比 C/I ≥ 1 时, C/I < 1 时反社会

惩罚频率更高(童婷, 2017), 而 C/I = 1 时反社会惩

罚则消失无踪(Falk et al., 2005); 同样, 计算机模

拟的 PGG 惩罚研究发现, 当公共物品池中捐赠金

额的翻倍值 r (r > 1)较低时, 在 C/I < 1 的情况下, 

若 C/I 较低, 反社会惩罚的发生率会大于利他惩

罚, 而一旦提高 C/I, 利他惩罚又会占据主导, 不

实施利他惩罚的合作者会成为反社会惩罚的主要

对象 , 从而使实施利他惩罚的合作者受到保护

(Szolnoki & Perc, 2017)。但也有研究发现反社会惩

罚不受 C/I 的影响(Carpenter, 2007; Egas & Riedl, 

2008)。 

信息公开性是另一重要的任务情境因素。在

匿名情境中, 不了解惩罚情况的参与者既不受他

人前一轮决策的影响, 也无需担心承担实施惩罚

的后果; 而公开情境会曝光惩罚情况, 出于对结

果的预期及对自身形象的维护, 博弈者很可能会

调整策略。研究证实, 信息公开与否会影响博弈者

的惩罚判断(Denant-Boemont et al., 2007; Nikiforakis, 

2008); 信息透明的非匿名情境能有效抑制反社会

惩罚的发生(Hilbe & Traulsen, 2012); 增加信息公

开的内容、程度及受众人数均能有效降低反社会

惩罚的发生率(Kamei & Putterman, 2015; 汪崇金 

等, 2018)。还有研究发现, 当信息公开且描述性规

范(即一个群体的典型行为)强时, 反社会惩罚力

度最大; 而当描述性规范弱时, 信息公开与否对

反社会惩罚无显著影响(Horne & Irwin, 2016)。 

此外, 情境的竞争性是又一重要因素。竞争

情境带来的资源紧张和高压会迫使个体更关注自

身的相对收益; 为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更高的

社会地位, 贬损竞争对手成为一种常见的竞争策

略, 所以竞争情境中的反社会惩罚发生率远高于

非竞争情境(Pleasant & Barclay, 2018; Sylwester et 

al., 2013)。 

3.2.2  群体因素 

群体因素对反社会惩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个体对内外群体的区别对待, 二是

团体决策与个人决策的差异。在个体对内外群体

的区别对待方面, 外群体的出现会对现有群体形

成威胁, 导致二者间滋生敌意和侵略性, 因此人

们更倾向于保护内群体成员, 而对外群体成员更

苛刻, 这就在增强群体内部合作的同时带来了群

体间的反社会惩罚(Bernhard et al., 2006; Bryson 

et al., 2014; Goette et al., 2012)。例如, 有研究要求

意大利被试观看意大利人和中国人进行 DG 任务

的视频并完成 TPPG, 结果显示：相较于视频中

DG 接受者为意大利人的内群体条件, 在接受者

为中国人的外群体条件下, 被试在看到视频中的

中国独裁者做出公平分配后, 会对其实施更多的

反社会惩罚(Morese et al., 2016)。但也有研究发现

意大利样本中的上述效应并不显著(Gerfo et al., 

2019)。造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可能在于：不同于

Morese 等人(2016)将惩罚者的初始金额设置为明

显小于被惩罚者, Gerfo 等人(2019)将二者的初始

金额设置为相等, 后者的设计很可能缓和了群体

间的竞争氛围。 

在团体决策与个人决策的差异方面, 因为团

体决策的结果代表多人总的决策倾向, 所以在进

行团体决策时, 个人决策因效能较弱而难以决定

决策结果; 若团体中实施反社会惩罚的个体较少, 

那么“进行反社会惩罚”的决策便极易被团体舍

弃。因此, 以团体为单位代替个人进行集中惩罚

能够更好地维持合作(Fehr & Williams, 2018; Gross 

et al., 2016)。例如, 相较于以个人为单位参与 PGG

惩罚任务, 以 3 人一组的团体为单位会降低反社

会惩罚的发生率(Auerswald et al., 2018); 且即使

以个人为单位参与惩罚决策, 若将个人决策汇总

后再由所有团体成员投票决定惩罚与否, 也能降

低反社会惩罚的发生率(Pfattheicher et al., 2018)。 

3.2.3  社会文化与发展因素 

跨文化研究表明, 反社会惩罚在不同国家普

遍存在但表现出文化差异 (Bruhin et al., 2020; 

Herrmann et al., 2008; Klein et al., 2015; Lucas & 

Malki, 2018; Wu et al., 2009)。其影响主要来自社

会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两个方面。一方面, 社会

文化塑造了人们在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群体规

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价值取

向和个体对规范的解释可能影响其反社会惩罚。

例如, 个体可能会将他人的高合作行为视为对群

体规范的偏离, 相较于具有个人主义文化背景的

美国人, 具有集体主义文化背景的日本人对偏离

群体规范行为的容忍度更低(Gelfand et al.,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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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易对偏离群体规范的行为实施反社会惩罚

(Kawamura & Kusumi, 2020)。 

另一方面, 社会发展水平制约着国家的社会

法治建设和民众受教育程度。社会发展水平高的

国家往往具有更健全的社会法治、更高的民众受

教育程度和主观幸福感, 反社会惩罚的发生率也

更低(Herrmann et al., 2008; Stavrova et al., 2013)。

早期研究表明, 反社会惩罚更常发生在社会不平

等程度高(高权力距离)、个体与群体间联系强(低

个人主义)、性别间差异淡化及不确定性规避很高

的地区(Hofstede, 2001)。经典研究也发现, 希腊、

土耳其、前苏联和中东样本中的反社会惩罚发生

率很高, 而美国、澳大利亚、远东和欧洲西北部

地区样本中的反社会惩罚发生率较低; 这可能是

由于民主程度和人均 GDP 与反社会惩罚发生率

呈负相关(Herrmann et al., 2008)。几项后续研究结

果验证了上述观点, 例如：俄罗斯和罗马尼亚样

本的反社会惩罚发生率分别高于瑞士和美国样本

(Ellingsen et al., 2012; Gächter & Herrmann, 2009),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源于俄罗斯和罗马尼亚具有相

对较弱的法治规范和民主程度; 意大利本地学生

比中国留学生具有更高频的反社会惩罚, 研究者

认为这可能源于意大利的法治规范更弱(Rabellino 

et al., 2016)。 

4  反社会惩罚的产生机制假说 

反社会惩罚的产生机制迄今仍众说纷纭, 研

究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的 5 种假说各有优势、相

互补充, 丰富和加深了学界对反社会惩罚产生机

制的认识。 

4.1  侵犯假说 

侵犯假说将反社会惩罚视为一种攻击行为

(Masui et al., 2012), 认为其源于个体的恶意动机

或内在负面特质。该假说获得了两方面研究证据

的支持。一方面, 行为研究证明了某些个体是基

于自身恶意而非惩罚对象的表现与特点去实施反

社会惩罚。例如, 参与者即便对博弈对手的信息

知之甚少也会做出惩罚决策 (Grechenig et al., 

2010); 有的参与者宁愿付出代价也要享受破坏他

人财产的过程(Abbink & Herrmann, 2011)。另一方

面, 生理与人格研究证明, 个体的睾酮水平、黑暗

三人格特质、施虐倾向与精神病态得分均与反社

会惩罚行为密切相关(Deutchman & Raihani, 2017; 

Masui et al., 2012; Pfattheicher et al., 2014, 2017)。

侵犯假说从惩罚者的个人特质出发, 在一定程度

上解释了个体反社会惩罚的内在根源, 但因为仅

关注内因而流于片面, 忽视了个体社会行为形成

的多端性。 

4.2  报复假说 

与内生的恶意不同 , 报复是个体基于“以牙

还牙” (tit-for-tat, TFT)策略对自身所受惩罚的回

应。早期研究者提出, 对其他博弈成员惩罚行为

的报复可能是反社会惩罚的产生原因 (Fehr & 

Gächter, 2000; Thöni, 2014)。例如, 在 PGG 中受

到利他惩罚的搭便车者更可能在后续回合中报复

性地对高贡献者实施反社会惩罚, 且惩罚力度与

其此前所受惩罚数量呈正相关(Herrmann et al., 

2008)。一些上述观点的支持者甚至直接将反社会

惩罚称为“反击惩罚” (counter-punishment) (如：

Denant-Boemont et al., 2007; Kamei & Putterman, 

2015)。此外, 惩罚的匿名性使搭便车者只能猜测

所受惩罚来自高贡献者, 所以这种报复也被称为

“ 盲目报复 ” (blind revenge) (Fehr & Gächter, 

2000)。报复假说仅适用于解释个体在多轮动态博

弈中的反社会惩罚, 对于一回合的静态博弈则毫

无解释力度; 同时, 缺乏整体性和多端性考量。 

4.3  社会比较假说 

社会比较理论指出, 个体在上行道德比较时

会将高道德水平他人视为自身威胁, 从而产生道德

自卑感(moral inferiority)、道德困惑(moral confusion)

及可预期的道德谴责(anticipated moral reproach), 

出现羡慕、轻蔑、嫉妒或敌意(Monin, 2007)。基

于此, 有研究者用社会比较解释个体对高声誉他

人的出色贬损, 指出反社会惩罚是个体为应对声

誉和自我概念所面临的威胁而采取的防御手段

(Kuběna et al., 2014; Minson & Monin, 2012)。支持

该假说的行为研究证据包括：为避免自己在群体

内比较中显得很差, 个体会降低对慷慨同伴的偏

好(Tasimi et al., 2015), 甚至将其踢出团体(Parks 

& Stone, 2010)。社会比较假说关注个体在社会关

系中的感受和体验, 以及由此产生的自我防御反

应, 从机能主义的角度看, 它较好地解释了反社

会惩罚的动力机制 , 是对前两项假说的有益补

充。但该假说所强调的情绪因素的作用机制, 迄

今仍缺乏相关实验证据; 此外, 它也没有考虑到

人际关系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仍显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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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偏离群体规范假说 

群体作用在多人博弈中十分重要, 博弈群体

构成的同时会形成相应的群体规范, 个体可能会

为了维持这种规范而实施反社会惩罚。根据规范

从众理论(theories of normative conformity), 群体

中的大多数人倾向做出的相同行为即是典型行

为——描述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 而其他行为

则是不合群的非典型行为(Abrams et al., 2000); 

当群体中出现非典型行为时, 群体成员会更多地

惩罚那些具有非典型行为的个体(Bellezza et al., 

2014; Kawamura & Kusumi, 2020; Klein et al., 

2015)。这意味着捐赠过多或过少的个体均会因偏

离群体规范而遭受惩罚。Irwin 和 Horne (2013)据

此提出：对描述性规范的偏离是反社会惩罚的产

生根源, 偏离群体规范的个体更易遭受反社会惩

罚。他们通过控制 PGG 中其他成员的平均捐赠金

额的离散程度来操纵描述性规范的强度, 结果发

现：描述性规范会影响个体对他人的惩罚决策 , 

且描述性规范越强, 反社会惩罚力度越大(Horne 

& Irwin, 2016)。该假说聚焦外部因素, 相较于前

三种假说, 为反社会惩罚的产生机制提供了新颖

的解释视角; 但它忽略了内部因素, 且将反社会

惩罚与利他惩罚的产生原因等同, 从而使研究者

无法据此区分这两种性质对立的社会行为的产生

机制。 

4.5  进化策略假说 

Sylwester 等人(2013)提出反社会惩罚是一种

进化策略, 惩罚合作者可能只是一种获得优势的

方式, 尽管这是一种自私的行为, 却因为有利于

人类生存而在进化过程中被保留下来。 

一方面, 反社会惩罚是一种对个体有利的策

略。生物市场理论(biological-markets theory)主张, 

人们在选择伙伴时, 更乐于选择那些有高合作声

誉、地位且有能力为自己带来利益的“最优伙伴” 

(Barclay, 2016; Gordon & Lea, 2016)。将合作伙伴

关系作为竞争资源的研究进一步证明, 在竞争条

件下参与者会更多地使用反社会惩罚来减少他人

的合作性, 以凸显自己在合作市场中的相对市场

价值, 从而使其在与他人合作时占据更有利地位

(Pleasant & Barclay, 2018); 在这个意义上, 反社

会惩罚成为了具有适应意义的竞争策略。计算机

仿真模拟的进化模型也表明, 实施反社会惩罚有

助于个体获得潜在利益, 故该策略会因不断得到

强化而逐渐成为主导策略 (Powers et al., 2012; 

Rand et al., 2010)。而且同一个体既可能实施利他

惩罚也可能实施反社会惩罚(Eriksson et al., 2014), 

说明个体对策略的使用并不具有一贯性, 个体会

为了适应多变的环境而灵活地选择惩罚策略。 

另一方面, 反社会惩罚也是一种对群体有益

的策略。当群体一致对外时, 群体内相对适应的

优势(relative fitness advantage) (如：团体凝聚力)

会被强化, 伤害外群体的反社会惩罚由此在进化

中得以保留(Goette et al., 2012; Sylwester et al., 

2013)。有研究通过创设额外奖金制造竞争情境, 

让被试与内外群体中的他人分别进行 TPPG-PD

任务, 结果发现：群体间竞争的增加加剧了个体

对外群体成员的反社会惩罚, 同时增强了群体内

部的合作(Goette et al., 2012)。 

进化策略假说立足于进化心理学的视角, 强

调反社会惩罚对于个体和群体的适应性价值, 具

有一定的创新意义。但目前尚无直接、充分的实

证研究证据表明反社会惩罚的进化历程和它对适

应性的影响; 尽管部分研究者采用计算机仿真模

拟去展示反社会惩罚的进化过程, 但模型分析的

结果缺乏相应的行为数据支持, 此类研究的生态

效度仍有待进一步考量; 可见, 该理论尚有待后

续研究做进一步检验。 

总的来说, 以上 5 种假说各有侧重, 从个人

与群体、社会和进化等视角分别对反社会惩罚的

产生机制进行了解释。前两项假说从个体层面出

发, 对反社会惩罚产生机制的解释更强调人性的

“阴暗面”; 三、四项假说强调社会情境与社会关

系对反社会惩罚的重要影响; 第五项假说则另辟

蹊径 , 强调反社会惩罚对个体和群体的有利作

用。这些假说均局限于个体社会行为发端的某一

个方面, 割裂了人格、认知、情绪与行为之间的

复杂联系。 

5  总结与展望 

自正式概念提出至今, 反社会惩罚领域研究

发展不过短短十余年; 虽已涌现出一批有价值的

研究成果, 但在概念与测量指标、研究方法、影

响因素、作用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

的问题。 

5.1  进一步厘清概念与测量指标 

如前所述, 已有研究存在聚焦经济博弈而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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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其他领域、着眼第二方惩罚而忽视第三方惩罚

的不足, 因此反社会惩罚的经典概念未能完全涵

盖其多样化的现实表现。虽然我们基于文献分析

给出了新的概念界定, 但仍有必要通过后续研究

进一步厘清和完善概念界定, 明确其内涵与外延。 

与此同时, 反社会惩罚在经济领域内的测量

指标也因不同研究者的衡量标准不同而存在差

异。例如：在 PGG 研究中, 关注合作进化的研究

者倾向于采用绝对标准, 将反社会惩罚的测量指

标定为贡献额低于均值的捐赠者对贡献额高于均

值的捐赠者的惩罚(如：Pleasant & Barclay, 2018)。

而关注惩罚动机等内在机制的研究者则倾向于采

用相对标准, 即无论博弈者的捐赠是否高于均值, 

只要被惩罚者比惩罚者捐赠得多, 该惩罚就是反

社会惩罚(如：Herrmann et al., 2008)。有研究者曾

采用这两种指标分别对反社会惩罚数据进行编码, 

结果发现：两种指标界定方式的重叠部分较多 , 

但绝对指标比相对指标对合作的负向预测作用更

大(Fu & Putterman, 2018)。可见, 未来研究应着力

于寻求统一的测量指标, 力求提升该领域研究结

论的可比性、可推广性和适用性。 

5.2  进一步创新研究方法 

已有反社会惩罚实验研究基本都在实验室条

件下进行, 缺乏能广泛模拟现实环境的多样化实

验情境。有少数研究利用数学建模对惩罚过程进

行计算机仿真模拟(如：Han et al., 2019; Rand et al., 

2010; Szolnoki & Perc, 2017), 但其研究成果在推

广和应用方面颇受限制。而且外显的评价方法很

易受到社会赞许效应的消极影响。未来可在研究

方法层面做如下创新尝试： 

第一, 开发更具生态效度的生活决策情境模

拟任务。反社会惩罚的研究范畴包括但不仅限于

经济博弈领域, 为在更广泛的真实生活情景中深

入探索其内在机制与干预策略, 未来研究应基于

同事消极约束、消极评价和诽谤等多样化表现开

展反社会惩罚的非经济博弈类研究, 开发涉及面

广、生态效度高的反社会惩罚研究任务。例如：

Gal 和 Rucker (2021)在重要生活决策(important 

life decision)的研究中突破了传统的金钱博弈实

验, 让个体在与其息息相关的婚育、医疗、职业

等领域进行模拟决策, 提升了研究结果的可推广

性。未来研究可借鉴其任务创新方式, 开展采用

生活决策情境模拟任务的反社会惩罚研究。 

第二, 开发能揭示参与者真实态度与动机的

内隐联系测验(implicit association test; IAT), 筛查

具有反社会惩罚倾向的个体。有研究者运用 IAT

测量个体的内隐利他行为(吴睿 等, 2018), 证实

其更能评估个体的真实态度。未来研究可将 IAT

引入反社会惩罚的测量中, 从而弥补传统外显测

量任务易受社会赞许效应影响的弊端, 更好地甄

别团体中的易实施反社会惩罚者。 

5.3  进一步拓展影响因素研究 

已有的影响因素研究虽成果颇丰, 但仍存在

部分研究结论不一致的问题。为了增强研究的应

用价值、探索有效的干预策略, 未来研究或可从

以下几方面进行拓展研究。 

第一, 考察性别、年龄和样本类型等人口学

变量的影响。在性别方面, 一些已有研究仅选择

男性样本(如：Goette et al., 2012; Pfattheicher et al., 

2014), 这就导致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受到取样偏

差的消极影响。如前所述, 男性的较高睾酮水平

意味着其通常比女性具有更高的攻击性, 而这对

于反社会惩罚很可能存在重要影响。可见, 未来

研究可以关注博弈个体的生理性别甚至性别角色

类型对其反社会惩罚的影响。在年龄方面, 个体

的报复与攻击行为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Zhang 

et al., 2017), 反社会惩罚很可能表现出年龄差异。

但目前仅有 Tasimi 等人(2015)的研究揭示了儿童

群体中的反社会惩罚现象, 鲜有研究涉及不同年

龄段群体的反社会惩罚状况与差异, 后续或可深

入开展反社会惩罚的跨年龄发展研究。在样本类

型方面, 现有研究多局限于大学生样本, 但已有

研究证明社会样本比大学生样本更易做出反社会

惩罚(Henrich et al., 2006)。可见, 未来应对研究样

本进行拓展, 针对更广泛的社会样本(如各类职业

群体、特殊人格样本)、重要的组织群体(如基层公

职人员)开展反社会惩罚研究, 或许有利于提出更

完善、更富针对性的干预策略。 

第二, 考察信任、社会支持等人际因素的重

要影响。反社会惩罚植根于人际互动, 由此足见

人际因素对其影响的重要性, 但关注此因素的直

接相关研究非常少见。一方面, 关于信任对反社

会惩罚的影响, 鲜有直接相关研究。一项采用问

卷法与实验法共同考察人际信任与反社会惩罚关

系的研究表明, 个体的信任感越强, 其反社会惩

罚越少(汪崇金 等, 2018)。该研究虽然首次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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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信任与反社会惩罚的关系, 但其探索仅停留在

相关层面; 且该研究仅考察了惩罚者的初始信任, 

既未对信任水平进行操纵, 也未测量即时决策情

境中博弈者对其他参与者的信任度, 因而该研究

结果无法作为证明信任与反社会惩罚间存在因果

关系的充分证据, 也难以全面说明信任对反社会

惩罚的影响。另有少数决策相关研究发现, 惩罚

与合作的关系会受到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Balliet 

& van Lange, 2013); 在那些社会信任水平低的国

家 , 反社会惩罚出现频率较高 (Herrmann et al., 

2008); 启动不信任(distrust)会让个体怀疑他人的

行为意图, 从而使其对自身的道德评估比对合作

伙伴的道德评估更偏袒(Weiss et al., 2018); 高人

际信任能拉近社会距离、带来更多合作, 从而增

加利他惩罚(Jordan et al., 2016; Weiss et al., 2021)。

另一方面, 社会支持也可能在反社会惩罚中起重

要作用, 因为有研究发现缺乏家庭支持可能助长

个体的反社会惩罚(Masui et al., 2012), 但社会支

持的具体作用尚不明确。综上可知, 未来研究可

基于信任和社会支持等人际因素展开, 深入探索

它们对反社会惩罚的影响模式与机制。 

第三, 开展本土化研究以深入探索我国文化

对反社会惩罚的塑造或抑制作用。经典研究早已

揭示了反社会惩罚的跨文化一致性与量化差异

(如：Herrmann et al., 2008), 即反社会惩罚在不同

文化背景下受到社会规范、法治、经济等众多因

素的影响。而我国虽具有集体主义文化背景, 但

近年来出现了个人主义价值逐渐盛行的现象(蔡

华俭 等, 2020); 且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

同区域之间也存在较大的文化与风俗差异。这些

特色为反社会惩罚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发

挥空间。例如, 已有的本土化研究表明, 南北方居

住环境和饮食习惯均可能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

(Talhelm et al., 2014), 对辣味的喜爱往往伴随着

更高的感觉寻求、冒险、攻击行为(傅于玲  等 , 

2018)。那么, 地域文化与食辣文化是否均会对反

社会惩罚产生特殊影响, 就是值得关注的有趣主

题。可见, 深入探究我国的多元文化对反社会惩

罚的塑造或抑制作用, 是在该领域开拓创新性研

究的重要切入点。 

5.4  进一步明确产生机制 

如前所述, 已有的反社会惩罚产生机制研究

仍停留在理论思辨层面, 且基本都属于单一视角

的假说建构。未来研究或可在以下方面做进一步

探索。 

第一, 从神经机制层面明确反社会惩罚的产

生机制。已有研究绝大多数集中于行为层面, 相

关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屈指可数。例如, 以内外

群体为变量的 TPPG 功能性磁共振研究发现, 个

体在实施反社会惩罚时其奖赏网络中腹内侧前额

叶(ventromedial prefrontal cortex, VMPFC)的活动

显著增强(Morese et al., 2016)。Gerfo 等人(2019)

采用阳极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分别增强 VMPFC

与右侧颞顶联合区(right temporoparietal junction, 

rTPJ)的活性, 发现激活心理化网络中的 rTPJ会增

加反社会惩罚的频率与力度; 而激活 VMPFC 则

不会。此外, 社会比较假说指出, 反社会惩罚是个

体应对负性情绪体验的自我防御(Minson & Monin, 

2012); 但其所涉及的具体情绪成分依然不详, 且

鲜见考察情绪作用机制的相关研究。可见, 在未

来深入开展该领域神经机制研究的过程中, 不但

可以重点关注 VMPFC 和 rTPJ, 还可结合经颅磁

刺激(TMS)和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 

ERP)等技术、结合认知神经科学实验与行为实验

做进一步探索。 

 

 
 

图 1  反社会惩罚的双加工模型 

 
第二, 建构与检验解释反社会惩罚产生机制

的心理模型。如前所述, 已有的反社会惩罚产生

机制理论模型均具片面性和缺乏整体性。因此 , 

基于已有研究系统构建与检验解释反社会惩罚产

生机制的心理模型十分必要。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Crick & Dodge, 1994)主张, 个体的行为是其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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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线索进行加工和解释的结果。决策的双加工理

论(dual-process theories)主张, 个体的决策是审议

加工系统(deliberative processes system)与情感加

工系统(affective processes system) 相互作用的结

果(Evans, 2008)。根据上述两个理论, 综合考虑个

体内在因素、外在社会线索和个体认知评价的重

要作用, 我们初步提出了反社会惩罚的双加工模

型(见图 1), 试图相对全面地解释反社会惩罚的产

生机制; 其主要观点是, 反社会惩罚是个体基于

自身内在因素, 对外在社会线索、人际互动和情

绪体验进行加工和解释的结果; 针对不同的个体

与决策情境, 审议加工系统和情感加工系统分别

被激活以主导决策行为。其具体过程可能如下：

首先, 博弈者的内在特质与相关激素水平能预测

其实施反社会惩罚的可能。如博弈者在黑暗三人

格、施虐倾向上有较高得分, 或具有较高睾酮水

平, 则预示其实施反社会惩罚的可能性较大, 此

时其惩罚决策较少受外在社会线索的影响 , 直

觉、情感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占主导, 个体会更

多基于情感加工系统的激活而做出反社会惩罚。

若不具备上述前提, 那么博弈者很可能会对其获

取的社会规范、任务情境及其所受惩罚等外在情

境中的社会线索进行初次评估; 随着博弈的进行, 

个体会因与其他博弈参与者间的人际互动产生积

极或消极的情绪体验。基于理性和情感的交互作

用, 个体将进行再次评估。若理性因素占优势, 将

激活审议加工系统, 即个体基于理性权衡的结果

做出决策; 否则 , 将激活情感加工系统 , 即依据

直觉或情感做出决策。 

5.5  开展针对性干预研究 

如前所述, 反社会惩罚会给社会合作、团体

绩效带来巨大危害, 亟待深入开展具有针对性的

干预研究。 

第一, 开展认知干预研究。已有研究从外在

行为约束探讨了何种因素能够有效减少反社会惩

罚的发生, 如坚持信息公开(汪崇金 等, 2018)、实

施第三方惩罚(童婷, 2017; Gordon & Puurtinen, 

2021; Zhou et al., 2017)、设立团体决策机制(Fehr 

& Williams, 2018)、提高惩罚代价(Falk et al., 2005)

等, 但并未涉及对个体内在因素的训练与提升研

究。而已有研究发现, 个体的规范感、信任感等

社会认知水平越高 , 其反社会惩罚越少 (汪崇金 

等, 2018)。可见, 未来研究可以“开展认知干预以

提升个体相关社会认知水平”为切入点 , 检验其

对于反社会惩罚的干预效果。 

第二, 考察增添合作保障对于规避潜在反社

会惩罚发生风险的作用。有研究在合作者策略选

择中引入保险策略(即合作者可选择预先付出一

定代价购买“保险”以降低潜在风险, 当遭受惩罚

风险时便可获得保险补偿), 结果成功使合作重占

优势, 显著抑制了反社会惩罚(张耀, 2016)。可见, 

为合作提供额外保障可能是有效的干预策略。例

如, 设置信用管理系统, 当惩罚指向那些信用、声

誉良好的个体时, 便减轻惩罚的力度：或赋予这

类个体购买“保险”降低受惩罚风险的特权, 从而

最大限度维护公平与合作。这一干预策略的效果

有待未来研究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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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isocial punishment in the game 

CHEN Jing1,2, ZHANG Rong2, YUAN Jiaqi2, SHE Shengxiang3 
(1 School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1130, China) 

(2 School of Psychology,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China) 

(3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Guizhou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Guiyang 550004, China) 

Abstract: Antisocial punishment in the game refers to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game participants 

implements economic punishment (with monetary cost), negative evaluation, or exclusion and suppression 

on others who exhibit high contributions or cooperation of prosocial behavior. Previous studies, using 

classic game paradigms with punishment, have proved that antisocial punishment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a 

variety of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put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to explain its generation 

mech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ggression, revenge, social comparison, deviation from group norms, 

and evolutionary strategies. Future researches can further clarify the concept and measurement indicators, 

innovate research methods, expand studie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explicate the generating mechanism, and 

conduct targeted intervention studies. 

Key words: game, antisocial punishment, do-gooder derogation, punishment,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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